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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东唐诗的空间想象*
——以安放心灵为中心的考察

房瑞丽

摘 要：浙东佳山秀水的自然条件是诗意空间建构的前提，历时的文化底蕴即东晋名士的活动和南朝文人

的唱咏，以及共时的山水风物，共同建构起唐代诗人对浙东空间的想象。本文从五个方面分析浙东在唐诗中作

为一个记忆的空间，是如何完成安放唐代诗人心灵的。其中，在此空间中寻求“失意慰藉”和“乘兴恣意”是从

“游”的角度来说的，而“禅意栖息”“吏隐官适”“避难安家”三方面是从“居”的角度来说的。无论是“游”是“居”，

满足了不同身份或者抱着不同目的来到浙东之地的诗人安放心灵的需求。但行游和寓居于此的不同目的在诗

歌中所呈现出来的空间维度是不一样的，一个是向外的、探索扩张型的，另一个是向内的、内敛保护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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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世纪，德国的地理环境决定论学者 F.拉
采尔认为，地理因素，特别是气候和空间位置，

是人们的体质和心理差异、意识和文化不同的

直接原因，并决定着各个国家的社会组织、经济

发展和历史命运。英国历史学家巴克尔的历史

学基本框架是：地理、气候条件影响人的生理，

生理差异导致人的不同精神和气质，从而有不

同的历史进程。虽然两者的说法因为走向极端

而受到批评，但也都表明了地理空间环境影响

着人们的认识。因而从某种程度上说，特定的

地理空间会形成特定的文化心理则是必然的。

就唐诗来说，如果说塞外风光为唐诗提供了豪

迈的气势、巴蜀之地为唐诗提供了奇险之美、楚

湘之地为唐诗提供了哀婉绝唱的萧瑟之风、金

陵古道为唐诗提供了悠悠怀古之情、两京关中

为唐诗提供了积极进取的壮志情怀的话，那么，

浙东这片风光迤逦的佳山秀水之地，很显然为

唐诗提供了清流婉转的风尚。

浙东地理景观或者说奇山秀水的自然条件

是诗意空间建构的前提，其作为山水模范由来

已久。如果只有这样的自然条件，没有东晋名

士的活动，没有南朝文人的发现，那么这些自然

山水仅仅是一个客观的存在。在这片自然山水

经过东晋南朝文人的活动渲染和主观加工后，

成为诗意的审美空间，上升为具有超自然地理

的审美观照对象。《嘉泰会稽志》卷一《风俗》

载：“自汉、晋，奇伟光明硕大之士固已继出。东

晋都建康，一时名胜，自王、谢诸人在会稽者为

多，以会稽诸山为东山，以渡涛江而东为入东，

居会稽为在东，去而复归为还东，文物可谓盛

矣。”［1］1626《晋书》卷八十《王羲之传》：“羲之雅好

服食养性，不乐在京师，初渡浙江，便有终焉之

志。会稽有佳山水，名士多居之，谢安未仕时亦

居焉。孙绰、李充、许询、支遁等皆以文冠世，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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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室东土，与羲之同号。”［2］2098-2099这里是魏晋名

士畅游遁迹之地。《世说新语》“言语”记载：“王

子敬曰：‘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

接不暇。若秋冬之际，尤难为怀。’”［3］145刘孝标

作注引《会稽郡记》云：“会稽境特多名山水，峰

崿隆峻，吐纳云雾。松栝枫柏，擢干竦条，潭壑

镜彻，清流泻注。王子敬见之曰：‘山水之美，使

人应接不暇。’”［3］145这是让行走于其间的人难以

忘怀的留恋之地。唐越州太守李逊在《游妙喜

寺记》曰：“越州好山水，峰岭重叠，逦迤皆见。

鉴湖平浅，微风有波。山转远转高，水转深转

清。故谢安与许询、支道林、王羲之常为越中山

水游侣。”［4］5537奇山秀水的地理环境和魏晋名士

游旅畅怀的人文空间是浙东特有的空间地理感

觉。赵汀阳在《历史·山水·渔樵》一书中说：“在

青史之外的青山没有意义，只因无人在场，无人

提问，自然也就没有被赋予任何精神附加值。”［5］29

反言之，被人进行审美观照，被赋予人的情感的

青山就是有意义的，特别是这里的“人”是一个

特殊的群体，是唐人仰慕钦羡的有着共同心理

记忆的群体。因而这里的青山就更加具有“精

神价值”了。唐人用诗歌的语言表达对浙东的

想象。当然，他们在诗中的描绘和想象绝不仅

仅是因为兴趣，更重要的是寻求心灵的慰藉，给

自己的心灵建构一个适意和诗意的空间。也就

是说，历时的文化底蕴和共时的山水风物共同

建构起唐代诗人对浙东空间的想象，或者说空

间记忆，使得只要与此地发生联想或者置身其

中的诗人，都满足了自己的心里的诉求或完成

了心灵的建构。

张伟然先生在《中古文学的地理意象》一书

中提出“感觉文化区”的概念，即：“从历史文化

地理角度来说，一个具有确定空间范围、能获得

广泛认同的区域，其实也就是一个感觉文化区

（或曰乡土文化区）。因为这些区域不可能是凭

空而来的，其背后必然有着自然山川、历史文化

以及社会心理等多方面的支撑。”［6］1-2那么浙东

作为一个唐人安放心灵的诗意空间，这样的一

个感觉文化区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呢？具有儒

家理想的诗人在追求事功的过程中受到挫折

后，由于向外寻求政治理想的道路不通，而将目

光转向内寻求心灵的安放之所。心灵的建构是

一个内心深处的小空间，浙东是一个地理范围

内的大空间，唐代诗人的浙东诗歌中是如何处

置这外在客观的大空间与内在主观的小空间的

呢？有着儒家理想的诗人，在面对不同的人生

境况时，需要的心灵诉求是不同的，并且诗人的

敏感和士人的体验，又使得他们对于心灵深处

的空间与周围环境的融合度有较高的要求。这

时，给心灵找到可以“憺忘归”的安放空间就非

常重要了。

一、“山水寻吴越”：失意慰藉之所

浙东山水的发现以谢灵运的山水诗为代表。

谢灵运的《石壁精舍还湖中作》：“昏旦变气候，

山水含清晖。清晖能娱人，游子憺忘归。”［7］1165

这就是“清晖”的氤氲氛围。在这样的氛围中，

名士们“借山水以化其郁结”［8］907。再进一步说，

虽然东晋南朝文人发现了浙东山水，并进行了

文学创作，如果唐代诗人不关注他们的笔下描

绘了什么样的山水，那些名士们活动的地方和

自己有什么关系，可能也不会在唐诗中形成广

泛的影响。也就是说，因为唐人的关注和重视，

东晋名士的活动和南朝文人的创作在唐代诗人

中广泛传播，对唐代诗人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也

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产生了名人效应。于是唐

人在诗歌中仰慕曾经作为历史存在的那批名士

的风范，对他们生活的山水以及那片山水所孕

育的文化产生浓厚的兴趣。正如蒋寅先生所

说，从谢灵运开始，浙东山水就成为了“逃避官

场和世俗，寻求精神安宁的场”［9］235。

孟浩然《自洛之越》：“遑遑三十载，书剑两

无成。山水寻吴越，风尘厌洛京。扁舟泛湖海，

长揖谢公卿。且乐杯中物，谁论世上名。”［10］323

洛京是政治的中心，是权力的角逐场，而吴越不

仅是距离和地理方位上是西北与东南的相对，

更重要的是两个“感觉文化区”所具有的文化气

场和氛围截然不同。吴越以“山水”为主，京洛

则是“风尘”之场，风尘的背后是政治，而“山水”

作为中国式诗歌的特有意象，除了象征着适意

和自由以外，还有“山水意象一经成为自觉意

识，就有着一种普遍的精神传染力”［5］80。也就

是前面所说的形成了一种气场，一种感觉文化

浙东唐诗的空间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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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浙东的山水成了诗人挥毫泼墨书写自己情

志的自带底色的诗意空间。如果说“巴山楚水”

让人想到凄凉地，而“稽山镜水”就是栖息地。

同样有山有水，因为地理位置不同，因为曾经在

各自的空间里上演的历史不同，而具有了不同

的文化记忆底蕴。所以，想要逃离长安洛阳政

治中心，想要从消磨人世的京洛风尘中解脱出

来，最好的选择就是来到东南形胜的吴越之

地。“山水寻吴越，风尘厌京洛”，这里可以“扁舟

泛湖海，长揖谢公卿”，有山水、有文化、有记忆，

“且乐杯中物，谁论世上名”，足以托此生。可见

这个巨大的“感觉文化区”，可以荡涤三十年求

取功名而不遇的失意，人生因此获得感悟和升

华。借由对南朝的文化记忆而上升为对整个地

区的想象，从而使这一地区符号化，代表着一种游

离于社会政治体制之外的舒适自由的空间。

又如孟浩然《越中逢天台太乙子》：“问余涉

风水，何处远行迈。登陆寻天台，顺流下吴会。

兹山夙所尚，安得问灵怪。上逼青天高，俯临沧

海大。”［10］64在一问一答中，我们就看到了这一场

域从天台到吴会，也就是整个浙东，都是自己所

要追寻的山水之所，是自己所要游历的目的

地。“兹山夙所尚”，可知对浙东山水的印象由来

已久，有关浙东的记忆和想象早已内化为一种

情感、一种情结。“上逼青天高，俯临沧海大”，天

之青色就是天的真正颜色，《庄子》载：“天子苍

苍，其正色邪？其远而无所至极邪？”［11］4苍色就

是青色，这里能够看到天的真正颜色，这里没有

浮云蔽日，这里远离是非之场。俯仰天地间，浙

东临海是地缘所在，而“沧海”所代表的是孔子

“道不行，乘浮桴于海”的对自由的追求，是庄子

的欲展翅九万里高空的大鹏所能够凭借的奋飞

之所。所以，“青天”“沧海”本身就代表着自由，

代表着对世俗的超脱，而孟浩然的越中之行就

是寻找天地间可以超脱的自由之所，是可以托

付终生的“永此从之游，何当济所界”。虽然最

后孟浩然并没有在此托身，但至少在置身于中

的时刻，他被周围的山水所形成的文化记忆的

氛围笼罩着，同化了自己的身心。可见，浙东或

者越中作为一个超脱之所的空间想象在诗人的

意识中是非常强烈的。这里，与山水景观、名士

风流、佛道仙源等所形成的空间记忆有关，也就

是整个浙东实际上是作为一个超脱之境的符号

化意象而存在。

二、“越水洗尘机”：禅意栖息之居

顾云在《在会稽与京邑游好诗序》中云：“造

化之功，东南之胜，独会稽知名。前代词人才子

谢公之伦，多所吟赏。湖山清秀，超绝上国。群

峰接连，万水都会。”［5］8586权德舆《送灵澈上人庐

山回归沃洲序》云：“会稽山水，自古绝胜，东晋

逸民，多遗身世于此。夏五月，上人自炉峰言

旋，复于是邦。予知夫拂方袍，坐轻舟，溯沿镜

中，静得佳句。然后深入空寂，万虑洗然，则向

之境物，又其稊稗也。”［5］5027“群峰接连，万水都

会”的越中能够引人“深入空寂，万虑洗然”，自

支遁“遣使求买岇山之侧沃洲小岭，欲为幽栖之

处”［12］58，谢灵运“修营别业，傍山带江，尽幽居之

美。与隐士王弘之、孔淳之等纵放为娱，有终焉

之志”［13］1754。这里就成为了文人向往的禅意栖

息之地。

刘禹锡《送元简上人适越》：“孤云出岫本无

依，胜境名山即是归。久向吴门游好寺，还思越

水洗尘机。浙江涛惊狮子吼，稽岭峰疑灵鹫

飞。更入天台石桥去，垂珠璀璨拂三衣。”［14］404

“孤云出岫本无依”的“孤云”在文人笔下本就是

漂浮无定、孤独无依的自我形象，一个“本”字界

定了自己此刻的状态。而“胜境名山即是归”的

“胜景名山”不仅仅是身体的暂宿之地，更是心

灵的安放之所。“孤云无依”是佛家本性，而无依

之“归”更见“胜境名山”的巨大吸引力。葛兆光

先生在《禅宗与中国文化》中说：“中国士大夫追

求的是内心宁静、清静恬淡、超尘脱俗的生活，

这种以追求自我精神解脱为核心的诗意人生哲

学使中国士大夫的审美情趣趋向于清、幽、寒、

静。……在暮色如烟、翠竹似墨的幽境中，士大

夫面对着这静谧的自然、空寂的宇宙抒发着内

心淡淡的情思，又在对宇宙、自然的静静的观

照中，领略到人生的哲理，把其熔化到心灵深

处。”［15］122越中的胜景名山是符号化了的空间勾

勒。“久向吴门游好寺，还思越水洗尘机”，这里

的“吴门好寺”实际上也是越中好寺，是互文的

修辞手法，好寺的宁静之所；“尘机”则是世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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尘念和心机，与佛教的“空无”与超脱是一对相

反概念。“万水都会”的越地是佛教圣地，这样的

空间场域都足以实现佛教所追求的“现世的内

心自我超脱”［16］122。

“永嘉之乱后，剡县、始宁一带成为过江高

僧的重要修行之地”［16］164-165，《续高僧传》卷十七

《释智 传》载“会稽之天台山也，圣贤之所托

矣。昔僧光、道猷、法兰、昙密，晋、宋英达，无不

栖焉”［17］282。因而智 将石城山作为“处所既

好，宜最后用心”的佛教中心地。这些远离人间

热闹地的山林深处的那一座座佛寺庙宇，正是

厌倦或饱受世俗不公的诗人为心灵找到的寄寓

之所。鲍溶《送僧择栖游天台二首》：“师问寄禅

何处所？浙东青翠沃洲山。”［18］5027齐己《默坐》：

“灯引飞蛾拂焰迷，露淋栖鹤压枝低。冥心坐满

蒲团稳，梦到天台过剡溪。”［18］9592 方干《游竹林

寺》：“得路到深寺，幽虚曾识名。藓浓阴砌古，

烟起暮香生。曙月落松翠，石泉流梵声。闻僧

说真理，烦恼自然轻。”［18］7457德圆《云门寺》：“若

耶溪边寺，幽胜绝尘器。”［19］695 刘长卿《赠微上

人》：“禅门来往翠微间，万里千峰在剡山。何时

共到天台里，身与浮云处处闲。”［20］393孟浩然《腊

月八日于剡县石城寺礼拜》：“石壁开金像，香山

倚铁围。下生弥勒见，回向一心归。竹柏禅庭

古，楼台世界稀。夕岚增气色，余照发光辉。讲

席邀谈柄，泉堂施浴衣。愿承功德水，从此濯尘

机。”［10］164这些都表明了这里是佛教圣地，是可

以绝尘养心之所居。

浙东也有道家仙踪，天台赤城山在司马承

祯《天地宫府图》中位列第六大洞天，葛玄曾在

此修道。陶弘景《吴太极左仙公葛公之碑》提

到：“公驰涉川岳，龙虎卫从，长山盖竹，尤多去

来，天台兰风，是焉游憩。”［21］164由天台而赤城到

石桥，则是进入神仙洞府之途径，可以“寻不死

之福庭”［8］907。卢象《紫阳真人歌》中云：“镜湖之

水含杳冥，会稽仙洞多精灵。”［22］35许浑《早发天

台中岩寺度关岭次天姥岑》：“来往天台天姥间，

欲求真诀驻衰颜。”［18］6090-6091 张籍《送施肩吾东

归》：“世业偏临七里濑，仙游多在四明山。”［18］4339

刘沧《赠道者》：“真趣淡然居物外，忘机多是隐

天台。”［18］6793这些都是把这里当作仙游忘机求真

诀之居。

三、“官适莫羡侯”：吏隐官适之场

如果说孟浩然诗歌所建构的浙东空间使得

失意文人寻求慰藉、安放心灵，那么，李嘉祐《送

越州辛法曹之任》“但能一官适，莫羡五侯尊。

山色垂趋府，潮声自到门。缘塘剡溪路，映竹五

湖村。王谢登临处，依依今尚存”［18］2152则把浙东

想象成了在官场同样能够适意的理想空间。在

人们的记忆中，为官要么像陶渊明那样不为五

斗米折腰，要么像李白那样“安能摧眉折腰侍权

贵”，否则只能像岑参“自怜无旧业，不敢耻微

官”，只能“只缘五斗米，辜负一鱼竿”［18］2089。想

要在官场上适意，哪怕只是想象，可能也只有存

在于浙东了，如果辛法曹所任之地是京洛之政

治中心，即使再是好友的祝愿，恐怕也不会起

“官适”之意。在诗人李嘉祐看来，越州是能够

“官适”之地。对于能够追求适意而又能满足自

己的日常生活来说，能够“官适”之地当然是最

佳的选择。对于理想中的儒家知识分子来说，

能够“官适”的追求自由，其人生意义是大于“五

侯尊”的。为什么越州能够成为“官适”之地

呢？接下来诗中所描绘的适意空间结构，就为

这一问题的回答提供了支持。“山色垂趋府，潮

声自到门”，是诗人对友人所往之越州府郡地理

环境的想象和认识。“山色”“潮声”不仅是动静

的结合，更是不同于他处的所独有之景。谢灵

运在《游名山志序》说：“山水，性之所适。”［8］2616

远离社会，接近于自然属性，有利于社会中的人

实现和追求与自然相似或相一致的人性。山水

则是人可以造访居留之所，因而人更容易在那

里见“道”，所以在提出“官适”之后的山水描绘，

就蕴含着这里本身就是接近自然的“保留地”。

而“垂”和“自”两个关键词的选取，也正是为“官

适之所”服务的。“垂趋府”“自到门”，本身都是

带有非人为的自然状态，非刻意为之，这种自然

而然，就是能够官适的前提和空间氛围。如果

说这里是大处着笔的话，接下来的“缘塘剡溪

路，映竹五湖村”则是近距离的具体描绘，非亲

身到过此地的人不能有如此细致的描绘，使得

一开始的“官适”落到了实处。在展示了自然的

空间之后，既然是为官之所，岂能没有文化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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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支撑呢？“王谢登临处，依依今尚存”，这里是

东晋名士王谢昔日优游之所，这里有六朝的文

化底蕴，名士文化的遗韵依然尚存。山水与文

化，大背景与小环境都构成了浙东“官适之所”

的理想空间。也正如蒋寅先生所说：“大历诗人

思想上的矛盾：他们有体恤百姓之心，愿尽忠职

守为民谋福，但同时厌烦俗务，希求一种逍遥闲

适的生活。”［9］94

韩翃的《送山阴姚丞携妓之任兼寄山阴苏

少府》：“山阴政简甚从容，到罢唯求物外踪。落

日花边剡溪水，晴烟竹里会稽峰。才子风流苏

伯玉，同官晓暮应相逐。加餐共爱鲈鱼肥，醒酒

仍怜甘蔗熟。知君炼思本清新，季子如今德有

邻。他日如寻始宁墅，题诗早晚寄西人。”［18］2728

大历年间的诗人，他们理想中的为官状态就是

逍遥为官，在仕宦中实现“吏隐”，韩翃的这首送

姚丞之诗，“山阴政简甚从容”就是当时文人对

于浙东为官的普遍现象，这里政简，这里可以从

容为官，这里可以携妓优游，可以说是理想的官

宦之所。这与盛唐诗人对于浙东的情感是不一

样的，盛唐诗人，他们来此疗伤，来自漫游，来此

访禅寻仙都是暂时的，在心灵得到暂时的栖息

之后，他们还是心向魏阙，洛阳长安才是他们实

现理想的地方，才是他们追求官宦生涯的最高

目标之所。但是到了大历年间，这样的理想被

压缩，收回到了关注自己内心的体验，因而心中

的那份理想也由西北转向了东南，远离长安而

又生活环境相对安逸的浙东就成了理想的为官

之所。这也是安史之乱以后，浙东在文人心目

中地位的转变，由单纯的到此一游的完善或疗

伤成为了适合避难和为官的场所。“到罢唯求物

外踪”，“物外踪”是道家的那份逍遥与自我，“唯

求”二字就消解了杜甫们的“再使风俗淳”的高

尚的道德理想。“落日花边剡溪水，晴烟竹里会

稽峰”的状物描绘对仗工整。“剡溪水”“会稽峰”

不是实见，而是想象与印象，蒋寅云：“唯其如

此，所以更具有选择性和特征性。”［9］102他们对于

浙东的现象就体现在这一山一水之中，这是浙

东山水的见证，是浙东历史人文的见证，也是浙

东整个场域氛围的构建。“才子风流苏伯玉，同

官晓暮应相逐”则表明这里不是孤独寂寞的，这

里有一批志趣相投的同志，“独乐乐不如众乐

乐”。如此内外环境，再加上“加餐共爱鲈鱼肥，

醒酒仍怜甘蔗熟”，大历年间政府财政极度窘

迫，这里肥鱼美酒的物质生活图景的描绘，让许

多“俸薄不自给”的清廉士大夫免遭“家人愁斗

储”的窘况。这里还有精神的指引，仰慕已久的

东晋名士谢灵运的“始宁墅”可供追寻，如此理

想的官宦生涯和精神追求合一的境地，就是大

历诗人对于浙东这片土地的描绘，这里有他们

出于对京城长安的失望，而寻求内心寄托的希

望所在。这里能够将他们留恋官场和归隐山林

所导致的矛盾双重人格进行消解。这也是浙东

提供给唐诗的空间场域，让在长安官场窘迫生

存的士大夫们有了一片心中的安闲之所，可以

在这个空间里，将诗情才思转化为内心的细腻

描摹，提供了“素以为绚”的底色。这也可以说

是浙东地域对于唐诗的贡献之一吧。

刘长卿的《送荀八过山阴旧任兼寄剡中诸

官》写到：“剡溪多隐吏，君去道相思。”在这里，

他们追逐官场的疲倦心灵暂时得到安歇，或者

是暂时的放缓一下脚步，稍作修整，为下一次的

征程做好准备。也就是积极昂扬的奋进和儒家

的兼济天下的价值观是唐代文人心底的终极追

求。但在追求的过程中，他们会遇到瓶颈，也会

经受到现实的残酷打击，这时受伤的心灵就需

要被抚慰，而浙地优异的自然风光提供的不同

于关中地区的审美感受，有助于将他们从烦扰

的争斗中解救出来，同时浙地所具有的独特的

东晋南朝的名士风流底蕴又使得尚古的诗人们

找到了心灵的知己。这里的佛道气场，又具有

荡涤他们烦扰的心灵的作用，从而使得他们从

心理上接受了自己暂时的解脱，能够坦然允许

自己暂时的放纵自我灵魂和疏离社会政治，为

心灵找到一片净土，实际上也可以看作是对自

我的拯救。但当他们调整好以后，又会重新整

装待发，也就是政治上的追求永远是受儒家传

统观念影响的社会主流，“他们是在尽忠职守的

前提下寻求安宁适意的生活，作为对颠沛转徙、

羁旅辛勤的宦游生涯的调剂和补充”［9］99。

闻一多先生在《唐诗杂论》中说：“当巢由时

向往着伊皋，当了伊皋，又不能忘怀于巢由，这

是行为与感情间的矛盾。在这双重矛盾的夹缠

中打转，是当时的一般的现象，反正用诗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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泄，任何矛盾都注销了，诗是唐人排解感情纠葛

的特效剂，说不定他们正因有诗作保障，才敢于

放心大胆的制造矛盾，因而那时代的矛盾人格

才特别多。”［23］33闻一多先生谈到的唐代诗人的

这种矛盾人格，也许可以作为唐代诗人浙东“吏

隐”的另一种注解。

四、“此中多逸兴”：乘兴恣意之地

王徽之，字子猷，王羲之的第五个儿子。《世

说新语》中记载王子猷在山阴时，雪夜访戴逵的

故事：“王子猷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室，命酌

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咏左思《招隐诗》。忽

忆戴安道。时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舟就之。经

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王曰：‘吾本

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3］759王子猷的

这种但凭兴之所至的任诞放浪、不拘形迹的行

为，给世人的既有观念带来的极大冲击，特别是

这句“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潇

洒率真的个性，同时也反映了东晋土族知识分

子任性放达的精神风貌。这是一种潇洒的人生

态度，展示了名士潇洒自适的真性情。这不仅

成为当时世人所崇尚的的“魏晋风度”，也是唐

代诗人所追慕的“魏晋风韵”。唐诗中的“访戴、

忆戴、思戴、寻戴、觅戴、戴家、寻剡客、访剡溪、

山阴道、子猷溪、子猷船、王氏船、徽之棹、剡溪

船、剡溪棹、乘兴船、乘兴舟、雪舟、雪下船、子猷

兴、山阴兴、剡溪兴、回舟兴、雪中兴，乘兴、剡溪

雪、山阴雪、子猷归、子猷去”等，都是对这一典

故的借鉴。在诗里，诗人们写朋友思念、见访，

或写洒脱任诞、随兴会所至，或写山阴风光、睹

景思人，这种子猷访戴相类的情趣及雪夜景色

成为了唐诗中特有的意象，而尽兴优游此地也

成了诗人们的游历心态。

李白《送友人寻越中山水》：“闻道稽山去，

偏宜谢客才。千岩泉洒落，万壑树萦回。东海

横秦望，西陵绕越台。湖清霜镜晓，涛白雪山

来。八月枚乘笔，三吴张翰杯。此中多逸兴，早

晚向天台。”［24］1604一个“寻”字，意趣尽在其中。

“此中多逸兴”，正是在此地敞开心灵，与自然与

自我热情拥抱。醉在逸兴中，将山水与文化融

合在了一起。“早晚向天台”，不仅仅是空间的地

理距离，而是心里的方向，心向往之。舒展自我

内心的追求一以贯之，不会改变。

罗隐的《寄崔庆孙》：“还拟山阴已乘兴，雪

寒难得渡江船。”［18］7597诗人也想向王子猷一样，

潇洒乘兴随访老友，但一句“雪寒难得渡江船”，

多少道出了现实的无奈。还有《送裴饶归会

稽》：“笑杀山阴雪中客，等闲乘兴又须回。”“两

火一刀罹乱后，会须乘兴雪中行。”［18］7596武元衡

《中春亭雪夜寄西邻韩李二舍人》：“却笑山阴乘

兴夜，何如今日戴家邻。”［18］3574姚合《咏雪》：“其

那知音不相见，剡溪乘兴为君来。”［18］5669这些都

是围绕山阴美景与雪夜访戴相结合，表达朋友

之间的交往与思念，因为王子猷、因为戴逵，这

里成了乘兴恣游之地。

五、“此处是家林”：避难安居之寓

安史之乱爆发，士人多避难南迁，浙东也成

为了诗人们理想的避难之地。穆员《工部尚书

鲍防碑》：“是时中原多故，贤士大夫以三江五湖

为家，登会稽者如鳞介之集渊薮。”［25］4720《旧唐

书·权德舆传》：“两京蹂于胡骑，士君子多以家

渡江东。”［26］4002皇甫冉《送陆鸿渐赴越诗序》：“夫

越地称山水之乡，辕门当节钺之重，进可以自荐

求试，退可以闲居保和。”［18］2820独孤及：“属中原

兵乱，避地于越。”［25］4704皎然在《诗式》中，概括了

这样一个避难浙东的诗人群体：“大历中，词人

多在江外，皇甫冉、严维、张继、刘长卿、李嘉

祐、朱放，窃占青山白云，春风芳草，以为己

有。”［27］273-274“吴中诗派”和以鲍防为首的浙东联

唱集团都是这一群体诗人的代表。他们“一方

面改变了初盛唐大致以京都为中心的文学格

局，一方面也使文学创作集体活动具有了鲜明

的地方区域文化的特点”［28］112。关于这一问题，

胡可先在《唐代重大历史事件与文学》一书第二

章《安史之乱与唐代文学转型》中有较为详细

的考述［29］。

方干《镜中别业二首》其一：“寒山压镜心，

此处是家林。梁燕窥春醉，岩猿学夜吟。云连

平地起，月向白波沈。犹自闻钟角，栖身可在

深。”［18］7443“寒山压镜心”之“寒”是对人事的体

验，“镜心”表明自己内心的平静，原因在于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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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处之地是“家林”，家园总是给人温馨之感。

中间四句细致描摹家林周身的环境，动静结合，

更显幽境。“栖身可在深”呼应首联的“家林”，都

表明自己托身镜中，以此为家的志向。这不仅

仅是寄身的容纳之所，也是安心的归属之地。

其二：“世人如不容，吾自纵天慵。落叶凭风扫，

香粳倩水舂。花期连郭雾，雪夜隔湖钟。身外

无能事，头宜白此峰。”也是首尾呼应，开头直接

表明自己不容世人，索性“纵天慵”。“头宜白此

峰”，一个“宜”字是仕途无门，退而求其次的上

佳选择。中间四句亦是对于周遭环境的细致刻

画，格局不大，但足以安放内心。《鉴戒录》云：“方

干处士号缺唇先生，有司以唇缺，不可与科名，遂

隐居鉴湖，作《闲居》诗。”［30］123说的就是以上二

首。以此为家，成为了安史之乱后避难和不得

志文人的选择。

傅璇琮《唐才子传校笺》卷三《陆羽传》：“至

德元载，乱军入据关中，关中士大夫纷纷渡江

南，陆羽亦随之避乱，殿转至越中，于上元元年

隐居于吴兴苕溪之旁。故《自传》又云：‘上元

初，结庐于苕溪之滨，闭关读书，不杂非类。名

僧高士，谈宴永日。’”［31］625《唐才子传》卷五《朱

放传》：“初，居临汉水，遭岁歉，南来卜隐剡溪、

镜湖间，排青紫之念，结庐云卧，钓水樵山。……

时江浙名士如林，风流儒雅，俱从高义。如皇甫

兄弟，皎、彻上人，皆山人良友也。”［31］343-344《唐才

子传》称：秦系“天宝末避乱剡溪，自称东海钓

客”［31］592。贾晋华说这批诗人“从盛世回忆中得

出的不是中兴帝国的责任感，而是无可奈何的

感伤哀婉，结果只能是充耳不闻北方中原的喧

喧鼓鼙，把注意力转向眼前的相对平静的江南

美景，以此麻醉自己”［32］104。

结 语

综上，本文从五个方面，或者五个角度分析

了浙东在唐诗中作为一个记忆的空间，是如何

建构安放诗人们心灵的舒意空间的。其中，在

此空间中寻求“失意慰藉”和“乘兴恣意”是从

“游”的角度来说的，其他三方面是从“居”的角

度来说的，也就是说，无论是“游”是“居”，或者

说是行是止，以上五方面关于浙东空间的建构，

满足了不同的身份或者抱着不同目的来到浙东

之地的诗人的心灵需求。但行游和寓居于此地

的不同目的所呈现出来的诗歌的空间维度是不

一样的。游历其中的诗人的精神是外向的，是

带着欣喜的眼光与发现或者发掘这里的山水

的，所以所呈现的心灵维度是发散型的。而寓

居其中的群体则多是安史之乱后受到打击或者

被动避乱的选择，所以诗人观察空间的心灵维

度是内敛型的。他们精神的指引方向是向内收

缩的，是呈现自我保护状态的。所以选择的观

照对象往往是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反映出来的

就是狭小空间就是诗人宇宙观的缩小。因为他

们是时代之殇，所以他们从内心里把自己收缩

和限定在一个最小的空间里，只有这样，他们才

能感觉到能够掌控自己的命运，自己才是安全

的。而游历于此的诗人，由于从未考虑过安全

的问题，所以他们是来放松自我，或者寻求自然

环境对自己心灵支持的，所以他们是积极向外

探索的，架构起来的空间结构是宏大的。疗伤

和避难的心理诉求是不同的，疗伤游历山水慰

藉心灵后，拍拍身上的尘土，继续追求那现世的

理想。而避难则是拖着疲惫的心灵，试图寻求

能够容身的稳定寓所。所以一个是向外的，另

一个是向内的；一个是探索扩张型的，另一个是

内敛保护型的。两种不同的心态，面对同样的

环境所建构起来的空间必然也是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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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patial Imagination of Tang Poetry in Eastern Zhejiang
——A Study on the Mind Construction

Fang Ruili

Abstract: The natural conditions of the beautiful mountains and waters in the east of Zhejiang are the premise of
poetic space construction. The diachronic cultural heritage and the synchronic landscape together construct the Tang
Dynasty poets’ imagination of the space in the east of Zhejiang， or spatial memory. From five aspects， this paper
analyzes how eastern Zhejiang， as a memory space in Tang poetry， completed the placement of Tang poet’s soul.
Among them， seeking“frustrated Consolation”and“indulgence” in this space i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traveling”，
while“Zen habitat”，“being an official and being a hermit” and“refuge and family” a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iving”. Whether it’s“traveling”or“living”，or“walking”or“stopping”， the above five aspects of the imagination
of space in eastern Zhejiang meet the needs of poets who come to eastern Zhejiang with different identities or with
different purposes to place their hearts.

Key words: Tang poetry; Eastern Zhejiang; space; m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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